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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農村社會動員的考察

──基於華東某明星村新農村建設的調查

⊙ 何宏光 范曉光

 

新農村建設是在中國現代化和市場轉型的關鍵時期，國家提出的應對三農問題的重要舉措。

在推進此項建設的過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對農村社會的動員。社會動員作為一種

社會運行的手段，它有助於形成社會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凝聚力，有助於解決中國現階段許多

重大的難題。[1]然而，提及社會動員，很多人腦海中浮現的是毛澤東時代轟轟烈烈的群眾運

動場面。

那麼，在經過20多年改革的今天，農村的社會動員又呈現何種特徵呢？及時考察新時期農村

社會動員的形態，追蹤新農村建設的實踐過程，非常必要，這也是本文的立意所在。筆者借

助於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和新聞傳播學院於2006年5月合作的 「全國十大明星村」社會調查專

案，前後對華東雲村1展開了為期半年的實地調查。調查採取問卷調查和半結構訪談法相結

合，調查內容涉及農村的教育，經濟，醫療，鄉風和村政方面。從樣本的年齡結構上看，被

訪者中以中年人居多，佔總調查樣本的42.3%，50歲以上者佔36.6%。對於一些關鍵的焦點事

件我們進行入戶深入訪談。

一 概念的界定及解釋

社會動員是指舊有的社會經濟、心理承諾等遭遇腐蝕和破壞，人們開始接受重新社會化和行

為新模式的過程──這個過程伴隨著城市化、商業化和工業化[2]。亨廷頓認為社會動員＝經

濟發展×社會頹喪。其中，社會頹喪是由於社會流動機會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低下導致的

[6]p51，社會頹喪會導致社會成員對動員的抗拒，表現為拒絕中央行政對地方的干預，拒絕

執行政府公共政策，不認同中央政府宣導的主文化，諸如某種「新地方主義」的出現。[3]

毛澤東時代的動員特點可以概括為：1.全民動員；2.所有經濟、技術、社會層面的動員行為

以政治為導向；3.政治動員超越一切[5]。應該說，在毛澤東時代，整個社會被化約成為一個

巨大的「並聯」組織，基層社會權力的生產和運作以國家為範本得以複製，這是典型的政治

全民動員式參與──個體的個性在國家磅礡的湧流中基本上被湮滅。而作為人民公社的基本

核算單位的生產隊，實際上是建立在原有自然村的一種行政設置，也是村民日常交往的內核

組織；但是與自然村不同，生產隊凸顯了隊與隊之間的邊際界限，生產隊長一般由成分好、

勞動好、農業生產經驗比較豐富，懂得同群眾商量、辦事公道的農民擔任。由於生產隊長是

本村人，其權力行使更多受到鄉土人情倫理的影響；但是摧枯拉朽般的政治整合力量滌蕩了

鄉土的脈脈含情。這種不平等的權力格局使生產隊在與公社、生產大隊發生利益衝突時處於



弱勢地位，缺少討價還價的能力。

另外，我們之所以選擇華東雲村作為研究物件，這主要出於以下兩個考慮：第一是雲村的特

殊性。這種特殊性是它被作為中國9億農民和60多萬村落的典型。這個典型或通過政府的認可

或由經濟實力的拓顯而成為制度構建的一種示範和範本。因為它有著豐厚的政治資源，並被

政府高度關注和支持，政治資源換來了優厚的經濟資源，其社會發展和經濟進步都應該是不

言而喻的。第二是筆者所堅持一個內在假設前提：如果像雲這樣的明星村都難以避免抑或解

決的問題，對於非明星村來說也難以面對。應該說，對這樣一個問題的探討具有很強的實踐

意義，不僅有助於發現中國鄉土社會的運作邏輯同經濟現代化目標之間的各種複雜關係，也

有助於發現政府在鄉土社會運作中的方式、方法及其有限性和可能性。

二 新時期的社會動員：近憂

縱觀整個二十世紀，農民經歷了一個由內向（inward orientation）──「生存農業，受強

共同體束縛」到外向(outward orientation)──「個體農民和家庭與外部市場、現金、勞工

進行多重互動與融入」的一個轉型[6]。通過本次調查，我們嘗試對明星村的社會動員存在的

問題進行考察，這些問題顯示在從「內向」向「外向」的轉型過程中，鄉村社會動員出現了

令人擔憂的趨勢。

第一，微觀動員主體乏力：村莊空殼化的政治問題。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作為一種制度在

中國農村建立以後，原先在生存壓力下產生的「壓力同盟」開始解體，去集體化時代領導人

之間內部齟齬開始出現。繼承者不再享有其父輩的地位。權力運作的公正性成為村民迫切關

心的問題。空殼化的另一個表現是雲村的黨員隊伍建設問題。勿庸置疑，黨員承載的任務直

接關係到對農村的有效動員問題，是農村建設動員的主體之一。但是，筆者在實地訪談中，

雲村一位黨支部成員認為告訴我們目前村裏的黨員民主評議制度形同虛設，村裏共有12個黨

員，近幾年一個新黨員都未發展。而且其中有六七個黨員一直在外地工作或當兵，並沒有為

村民做過任何實事，甚至不清楚他們是男是女。 這與毛澤東時代建立在強大黨員幹部隊伍的

社會動員主體相距很遠。

第二，動員物件在整體上出現解體傾向：村民原子化的社會問題。抱怨訴苦是村民常用的

「弱者武器」。農民間的聯繫網鬆弛。突出表現是缺少「中間團體」。由於沒有中間團體的

緩衝和減壓，村民出現問題難以找到「說理」的平台。分散的村民，無法形成一個凝聚力強

的群體。關於動員中的「中間團體」和「參照群體」的作用，卡麥農曾引用皮納德（Maurice

Pinard )的觀點認為：在壓力情境下，中間團體提供了溝通的網路，藉此，中間團體提供了

一種分化的力量，動員成為一種為爭取中間人而展開的鬥爭。參照群體是個體歸屬，認同和

規範的尺規，精英對新的參照群體理念的接受成為動員的一個重要內容，直接影響動員的強

度和方向 [7]。中間團體（the intermediate groups/associations）按趙鼎新的分析至少

有以下三種作用，一是有利於制衡國家權力的過度濫用；二有助於培育各種社會團體之間的

聯繫和契約關係的建立，支撐了一個共用的社會意義和社會傳統；三有益於社會各部門各部

分的動員，由於社會團體的廣泛性和交叉性，個體往往參加不同的中間團體，因而大大降低

了個體在加入單個團體的心理壓力和社會緊張感，分散的精力無法導致聚集的社會能量，降

低了社會衝突的剛性、激烈程度和發生強度，有形或無形地阻止了大規模的集體反抗和社會

動亂[8]。在A村鬧的沸沸揚揚的「推土機」事件中，雲村兩台推土機屬於村裏的公有財產，

價值二十多萬，但是兩名村幹將其據為己有，這事情鬧的很大，村民意見很大，但是最終而



是不了了之。沒有形成集體行動。彌漫的是單個村民的一堆抱怨與不滿，但是從1998年到

2005，推土機一直沒有歸還村集體，這兩名村幹也沒有上繳任何承租費用。

第三，毛澤東時代的「一杆子插到底」的動員模式具有動員主體不具有平等地位和自上而下

等特點。當時的社會動員也缺乏中間組織，可還是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的問題，筆者的解釋

是威權時代的國家動員模式湮滅了社會成員的個性和能動性，使社會動員流於政治運動和權

力爭鬥。動員主體的地位並不平等，互動層面呈單向性、不平等和不均衡的特點。然而，新

時期的社會動員應該強調主體的平等性質，著重從社會的角度和民眾的角度開展。但就對雲

村的調查而言，我們並沒有發現這兩種群體。村民遇到問題時，直面的是「抬頭不見低頭

見」的村官，矛盾、糾紛的化解很容易在劍拔弩張的氣氛中得到升級。這當然不利於我們對

基層社會的動員。

社會學家莫爾認為地方農村社會存在兩種整合的方式，保守的團結（conservative

solidarity）和激進的團結（radical solidarity），前者指的是富農和地主控制著村莊的

資源和組織，而小土地所有者和佃戶只能依附其上的情況；後者指農民共用村落資源共同治

理村莊，對抗地主和國家[9]。這種劃分成為後來研究農民集體行動問題的兩條重要線索。對

照這種劃分，今日的部分明星村可以說是有別於保守團結和激進團結的「第三狀態」。村民

平時的關係很難在家族外建立起來，自身也沒有形成一種有凝聚力的聯結。青壯年勞動力大

量出走，只有實在走不掉（如年老體弱，沒有技術）的村民才在村中留守，甚至農業出現

「女性化」傾向。筆者在調查中深切感到農民花在農業上的心思減少，土地流轉缺乏有效管

理。農民提到農業和農村，其興趣陡降。很多農民對自己的身份感到無奈，青年農民不情願

說自己是農民或是農民的後代。在就業、擇偶、交際的各個社會互動中，「農民」已經成了

青年消極性的標籤，成為新時代中國先賦標籤的等級烙印。這些原子化使農村動員變得困難

重重。

三 明星村社會動員的特殊性：遠慮

我們認為，在中國大部分村莊，溫飽問題仍然是村民首要關注的主題。村民對就業致富最為

關切；村莊治理仍然沒有有效地動員農民，現在主要是政府動員方式的自導自演和大多村民

的跟隨式，依附式參與村莊政治；關鍵的是村民自組織能力缺乏，幾乎沒有橫向溝通，因而

難以有效合作。如果我們能夠作好制度建設，還政於民，或許這一狀況能夠逐漸改變。從雲

村的村莊建設來看，新農村建設是否是另一場「社會運動」也令人擔憂。雲村在這方面突出

的舉措是建新房。政府給建房的村民補貼每幢2萬，村民自己出資4萬。房子必須是按集體規

定的地點統一建房，新蓋的房子一律統一規劃。地方政府力主把雲村打造成新農村建設的模

版和效仿的對象。然而，普通村民很少能拿出4萬的積蓄（目前只有26戶村民申請建房）。我

們認為，「農宅公寓化」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其提早推行與農村經濟建設的優先

性相背。

本文第一部分已述，明星村的政治動員和國家時代塑造的產物，具有一種臨時性的特徵，是

國家政治動員運動中被製造的產物2。明星村的「明星」化是一種被政治過份渲染和人為拔高

的一個典型。質而言之，典型性往往不是普遍意義上的代表性。典型性不是一種常態。典型

是事物的最佳狀態和最優表現，它聚集了幾乎所有的「優勢」和「資源」，具有不可再造，

無法摹仿和複製的特點，把這種典型作為一種代表性來推廣，容易使明星村外的村莊感到一

種壓力和乏力。換句話說，一旦明星村獲得這種政治資本的先賦性，就註定它不再平凡，不



是一個常態的社會事實[10]。

而且，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農民眼中的新農村與國家眼中的新農村在某些方面並不完全重合。

一位村民說的話很有代表性。他說：「衣食無憂，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心境平和，沒有太大

糾紛、矛盾，這就是他們眼中的新農村。」實際上，這位村民說的話並沒有反映處「新」的

概念（「新」的概念具有自上而下界定的特點），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很好的把農民眼中的未

來農村建設與國家概念的新農村很好的統一起來，我們的動員就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戰鬥

力，也能夠更好地達到國家政權建設的目的。

四 思考與啟示

基於A村的調查，筆者提出了新時期鄉村社會動員中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首先，以史為鑒，

社會動員應堅持自下而上的草根原則。在從「大政府，小社會」向「小政府，大社會」的過

渡中積極發揮農民主體的作用，政府不應包攬一切，應積極放開其屬於社會自身運作的職

能，減少越俎代庖的行為。減少「政府動員型」管理行為。政府對農民民間自發組織的過份

干預使政府有冒天下之大而不韙的危險。基層幹部對公共權力的濫用和武斷生硬的領導風格

埋下了農民對國家不滿的種子[11]。

其次，新時期的社會動員應使社會與國家形成良性互動。政府應做好宏觀管理和協調的「守

夜人」角色。國家的作用形式應積極改變，加強對農村的控制力不是僅僅依靠全國1400萬的

基層幹部，更多的是依據新時期的治國理念。主動謀求新型的國家─社會關係的建立。國家

的政權建設應祛除如杜贊奇在研究解放前期華北農村時提出的政權內卷化模式。國家在現代

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好推進民主、穩定社會的總體結構運行與有效合理地汲取資源、加速現代

化建設之間的矛盾關係的處理直接關係到農村社會動員及其相關組織的發育程度。而這一兩

難處境是任何一個發展中的國家都必然要面臨的共同問題。一方面，增強國力，加速現代化

是發展中國家的首要選擇，從社會基層汲取和分配更多更廣泛的資源。另一方面，民主與穩

定性作為現代化的目標之一，它們本身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現代化政策的執行，但在同時

又以肯定社會的自主獨立性、維護現存秩序為前提，因此對現代化政策也將構成重大的影響

[12]。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中國農村的社會動員是反映現階段國家─社會關係的重要考量指

標和晴雨錶。

最後，政府與農民應建立一個穩定的、運作成本低的對話管道。政府對農民自發形成的良性

動員組織的作用更多地是應當體現加強這些組織的立法建設、制訂經濟扶持政策、提供公共

物品等宏觀方面，為農民動員組織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制度空間，而不是過多地介入到其日

常經營決策中。儘管在農民自主動員形成的組織的發展初期，這種介入有某種存在的合理

性，但是當這種組織逐步走向獨立後，政府必須及時退出來轉變職能採取新的扶持思路，否

則將重蹈國家與社會不分的老路，阻礙農民組織的發展。

應該說，對這樣一個問題的探討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不僅有助於發現中國鄉土社會的運作

邏輯同經濟現代化目標之間的各種複雜關係，也有助於發現政府在鄉土社會運作中的方式、

方法及其有限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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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根據學術規範，本文涉及人名、地名都作了技術處理。

2 2004年，在一本民間暢銷著作中，作者寫道：在國家領導人訪問雲村的前幾個月裏，雲村的舊

貌換新顏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令人咋舌。雲村的道路，農戶家中的彩電，政府給裝配的電話都

是在這一時間臨時「政治作秀」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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